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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问题】

“规模实现”抑或“技术耗散” ：地权稳定如何
影响农户农业生产效率

耿鹏鹏

（华南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６４２）

摘 　 要：以往关于农地产权影响农业生产效率的研究大多借助地权稳定性与安全性的情景设置，忽

视了效率结构层次性及其反映出的农业经营管理问题。 本研究将农户农业生产效率细分为综合效

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基于 ２０１６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ＣＬＤＳ）数据，实证分析地权稳定性对

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 １）地权稳定性增强总体上显著提高了农户农

业生产规模效率，显著抑制了纯技术效率，但对综合效率并无明确影响。 （２）地权稳定性对农户农业

生产效率具有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稳定地权通过增加农户农业劳动力投入提高了综合效率；通过

农业投资、农地流转和劳动力投入改善了规模效率；地权稳定的投资激励与土地流转激励效应诱发

了纯技术效率耗散。 （３）村庄统一提供的外部农机服务会造成农业生产效率损失，规模实现情境下

农户内部的农机自我服务效率强于外包服务。 （４）劳动力非农转移引致的兼业化程度加深将显著改

善农户农业生产纯技术效率。 本文强调，稳定地权的制度实施中，全职农民并不具备与生产要素改

变相匹配的农地经营管理水平和技术要素应用能力，单一的稳定地权对农业生产效率产生“拔苗助

长”的负面影响，而“能人”种地和农民企业家的出现也许是改善纯技术效率的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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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农地产权与农业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主流观点认为，明
晰且稳定的农地产权有助于提升生产效率 ［１－２］ 。 其理论依据在于，稳定地权有利于活跃农村要

素市场，促进农地向生产效率较高的经营主体有效集中 ［３］ ，扩大农地经营规模以提高农业规模

报酬，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和“能人”种地的双重效益。 但反观现实，规模化实现主要发生在亲友

邻居间，小农之间的同质替代在规模扩大的同时并未实现“能人”种地，生产效率也并未发生本

质变化 ［４］ 。 显然，土地向“非能人”的集中并不能完全实现农业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事实上可

能形成生产效率的损失。 换言之，农业生产规模效益的实现具有对象选择性。 一个重要的判断

是，农户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有赖于规模经济的实现和经营主体经营管理水平的改善。
事实上，地权稳定性的效率取决于农业要素的生产效率和配置效率 ［５］ 。 显然，经营主体的

技术效率水平将在农业生产效率实现中发挥重要作用。 而地权稳定诱发的经营性生产要素投

入的改变，是否会在“非能人”经营中形成效率耗散，将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议题。
当前的农地“三权”分置改革，指明了提高农业生产要素配置效率进而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的

土地制度改革方向 ［６］ 。 这也将政策研究的重点引向农地产权制度改革以实现生产效率的要素

配置结构优化上。 事实上，农业生产要素的经济效率对农业生产效率实现起着决定性作用 ［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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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农业经营主体受地权的激励作用影响农业生产要素效率 ［８］ 。 问题是，农地经营主体在地权激

励作用下对于农业生产要素的效率影响是否是积极的，显然，这取决于农地经营主体使用和配

置生产要素的能力。 但不可忽视的是，机械化服务在提升农业生产效率过程中发挥关键作

用 ［９］ 。 事实上，农业机械的使用也体现着经营主体的技术应用水平。
主流文献并未对农业生产过程中要素效率变化及农业经营主体的要素配置能力进行深入

考察。 因此，本文聚焦农业生产要素，探讨地权稳定影响农业生产效率的内在路径，进一步通过

农户农业生产的纯技术效率考察农业经营主体的要素配置与管理能力，通过规模效率考察当前

农户农业生产规模与最优生产规模的距离，并使用 ２０１６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进行实证

检验，以试图回答以下问题：稳定地权是否能改善农户农业生产效率，其作用机制如何？ 不同外

部条件（机械化水平、非农就业机会）下的效率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农户自身农地经营能力是

否与要素配置、农业生产外部条件相匹配？ 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不仅能够辨明地权稳定对农

户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机理，而且能引发人们对于农户自身经营管理水平的关注。

二、理论分析

产权经济学认为，完善的产权制度通过建立稳定的主体之间权责秩序而使行为主体的财产

处置预期更为稳定 ［１０］ 。 与这一思想吻合，稳定农地产权一直是中国政府政策努力的基本线索。
强化地权稳定性必然诱发农户资源配置行为的改变，进而作用于农业生产效率。

（一）地权稳定、要素配置与农业生产效率

稳定且明晰的产权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根基，其内在逻辑是，产权稳定将诱导经济主体保有

稳定的预期并增加经营性投资，进而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绩效 ［１１］ 。 农地产权稳定对农业长期

投资的影响主要是基于农地生产性功能和财产性功能的实现 ［１２］ 。 地权稳定将有效降低土地调

整以及被承租者侵占的风险，刺激农户的生产性行为并进行长期投资 ［１３］ ；而地权不稳定将提升

农业生产经营中断的风险，从而抑制农户投资积极性 ［１４］ 。 农地财产属性的投资效应来源于农

户的交易性成本预期。 强化地权稳定性将促进农村土地要素市场发育，降低土地流转交易成

本，增强农户对农地市场价值实现的信心并进行长期投资经营；而地权不稳定将可能诱发农户

攫取土地租值的机会主义行为。 显然，明确划定权利边界将诱导经营主体的长期经营行为。
学术界并未就地权稳定性的土地流转效应形成一致定论。 有观点认为，强化地权稳定性将

降低交易费用并提高农地流转发生率 ［１５］ 。 稳定地权将弱化交易不确定性，同时释放因捍卫地

权而锁定于农业经营中的部分劳动力，实现“人动”到“地动”的转变。 但不同的观点是：地权稳

定的预期具有情境依赖性，调整经历、政策落实差异等均将削弱农地流转交易双方的稳定预期，
抑制农地流转 ［１６］ ；农地具有人格化财产属性，稳定地权将强化农地情感依附和农户禀赋效应以

抑制农地流转 ［１７］ ；稳定地权的生产激励将诱导农户的农业经营行为并减少农地转出。 事实上，
无论是理论导向抑或是政策期许，农地流转对改善农业生产效率是有益的。 一方面，土地流转

通过实现农地的有效集中将提高农业规模报酬。 同时，规模经营将为技术要素与先进经营管理

知识的进入提供有利条件并提高农业要素配置效率。 另一方面，完善的农地流转市场交易将实

现土地向具有更高经营管理水平的“能人”集中，缓解小农经营的低效率问题。
地权稳定性对农业劳动力的影响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重要话题，其讨论主要聚焦于两种土

地权能与农村劳动力专业化分工 ［１８］ 。 一方面，强化土地产权将降低经营风险并保障农地经营

主体稳定的经营环境和可预测的投资收益，从而诱导具有农业经营比较优势的农户发挥农地生

产性功能而增加农业劳动力投入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显然，稳定且可预期的农地收益将提高

非农就业机会成本，抑制劳动力非农转移。 另一方面，稳定地权将强化农户地权安全感知，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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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卫地权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可以判断，在具有外部就业机会时，具有非农就业优势的劳动力

向非农部门转移，农业生产劳动力减少将必然影响农业生产效率。 已有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

非农转移规模扩大与农业生产效率的改善并非对立命题，原因在于，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愈加完

善在农业生产效率决定中发挥关键作用 ［９］ 。
稳定地权的投资激励与规模化经营的租金支付为土地交易市场与金融市场的联动提供了

现实基础 ［１９］ 。 稳定地权有助于提高农户信贷可得性以突破农地经营资金约束，从而改善农业

生产效率。 一方面，基于农村金融市场需求的角度，强化地权稳定性的投资激励效应将提高农

地经营主体的信贷意愿和需求 ［１３］ 。 事实上，稳定地权带来的农业要素流动是农业经营主体信

贷意愿和需求提升的主要诱因。 另一方面，基于农村金融市场信贷供给的角度，地权稳定性的

改善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农地外部收益内部化的实现，增加金融机构可贷性评估。 特别是“三

权”分置改革，不仅从法律层面赋予农地经营权抵押和担保的权能，同时农地经营权分离与地权

排他性增强显著改善农地市场价值，提高农地经营权作为有效抵押品的信贷可得性 ［２０］ 。 对于

金融机构而言，农地经营权入市将降低可贷信息搜寻的交易成本。 地权稳定性带来的农户信贷

可得性的提高将有力支援规模经营主体的投资经营和农户的长期投资行为，且有利于突破农业

生产技术应用的资金约束，这均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二）地权稳定、农机服务与农业生产效率

随着中国城乡二元户籍管制的松动和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逐步放开，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规

模不断扩大，农业劳动力投入数量不足与弱质化不可避免地使得农业劳动力价格不断上升，农
机替代劳动力成为农业要素配置的重要方式。

农机服务来源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自购农机实现资本化的替代作用；二是借助农机社会

化服务。 两种方式在农业生产约束下是可替代的差异化选择 ［２０］ ，但均包含产权稳定的情景安

排。 一方面，强化地权稳定性将促进交易，从而改善服务外包。 稳定地权为不同主体进入农业

提供了可能空间，为实现以产权交易为基础的农业外包服务提供了现实土壤 ［２１］ 。 另一方面，地
权稳定性提升将激励投资，从而诱发农户自购农机以自我服务。 稳定的地权将激励农户的农地

生产性行为并在农地规模化实现的基础上选择农机自我服务。 事实上，农机服务对于农业生产

效率的影响可能存在两个方面的作用，这主要源于农地经营主体农机主动性服务与农机外部服

务的差别。 农机主动性服务又可进一步细分为农户自购农机以自我服务和农户积极卷入农业

社会化服务。 农机外部服务主要来源于村庄集体统一提供的农机服务。 一方面，地权稳定所实

现的农地有效集中是农户购买农机进行自我服务以有效解决家庭劳动力短缺的重要前提。 农

地规模化将实现自购农机的资源配置可匹配性。 事实上，农业机械较高的投资门槛与较强的资

产专用性也决定了必须要有较大农地规模与之相匹配。 此外，农机自我服务具有使用的灵活

度，最大限度地发挥机械化效益，改善农业生产效率。 另一方面，农机外包服务的本质为雇工服

务，而雇工服务的效率是低于家庭劳动力的 ［２２］ ，特别是由村庄统一提供的农机服务，并不具备

农机自我服务的供给灵活度，可能形成效率损失 ［２３］ 。
（三）地权稳定、经营对象与农业生产效率

地权稳定性的强化是农业生产要素投入改变的重要诱因。 要素投入的匹配性决定了一种

要素投入的改变具有连锁响应。 事实上，农业生产效率实现的边界由多要素合理配置所决定。
而要素投入改变及要素投入的可匹配性取决于农地经营主体的决策。 显然，经营主体的经营管

理水平是农业生产效率决定的关键因子。 农地流转旨在实现农地向“能人”的有效集中。 然

而，土地流转的“差序格局”与“对象性歧视”等诱因致使农地流转市场始终表现为小农间的同

质替换。 地权稳定诱发的生产要素投入改变和农户自身经营管理水平不匹配成为纯技术效率

耗散的重要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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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农地经营“能人”与“非能人”更多是家庭单位间的划分，但并非完全的。 农户分化

特征决定了在以农户家庭为经营单位实现农地适度规模时，家庭劳动力和劳动时间在农业生产

和非农就业之间的优化配置对农业生产效率产生重要影响。 全职农民家庭的农业效率取决于

家庭成员农业经营与非农就业的比较优势。 一方面，全职农民可能并不具备非农就业的比较优

势而被动选择农业生产，由其资源配置能力所决定的技术效率强弱并不能有效划定。 另一方

面，基于家庭农业生产比较优势主动选择农业经营的全职农民，更可能成为农地经营“能人” 。
不可忽视的是，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并非以家庭为单位的整体转移，家庭内部劳动力结构决定

了农户家庭的兼业特征。 事实上，兼业化可以有效分化农业规模经营风险，同时非农收入将缓

解农业技术要素使用的资金约束 ［２４］ 。

三、数据来源、变量设置与计量模型选择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 ２０１６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ＣＬＤＳ） 。 ＣＬＤＳ 每两年一次对中国城

乡开展动态追踪调查，样本覆盖了中国 ２９ 个省、市、自治区（港澳台、西藏、海南除外） ，对社区

结构、家庭状况和劳动力特征进行系统监测，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代表性和稳定性。 该数据集包

含了农地确权、农地调整等信息，为本文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有效的数据支撑。 本研究在剔除非

农村居民和主要变量数据缺失严重的样本后，使用的有效样本为 ６１７４ 户农户。
（二）变量设置及说明

１．被解释变量

本文使用数据包络分析模型，并基于投入导向下的 ＢＢＣ 模型对农户的农业生产效率进行测

算，将农户农业生产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①作为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 其中测算农

户生产效率的投入指标包括农地经营规模、农业经济投入和农业生产时间，农业总产值为产出

指标。
２．核心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为地权稳定性。 已有研究大多采用农户是否持有农地承包合同或农地确权

证书来衡量农地产权的稳定性 ［２５－２６］ 。 农地承包合同是建立在村集体与农户之间的契约关系，
而确权证书由政府颁发，其赋权强度体现了国家的意志。 因此本文采用农户是否获得确权证书

表征地权稳定性强弱。
３．控制变量

本文还控制了农户家庭和村庄特征变量以及地区层面固定效应。 考虑到农户对机械型技

术要素的扩散应用对家庭生产节本增效的积极作用 ［２７］ ，设置家中是否有大型农具作为家庭特

征变量。 同时参照苏卫良 ［２８］ 、林文声等 ［２９］ 的研究，设置农户家庭特征包括家庭成员平均年龄、
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家庭女性比。 农户家庭作为村庄成员，必将受到村庄特征的约束，考虑到

村庄服务可能对于农户家庭生产效率的影响，因此设置村庄非农经济、村庄统一灌溉排水服务、
统一购买生产资料服务、统一提供生产技术培训服务变量。 除此，本文还控制了区域虚拟变量。

４．中介变量

中介变量包括农业投资、农地流转、劳动力投入和信贷可得性。 其中农业投资指家庭农业

经营的总成本；农地流转指农户一年中转入的农地规模；劳动力投入指一年中农户家庭从事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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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产的人数占比；信贷可得性指家庭一年中是否获得生产性贷款。
上述变量、定义和相关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 １。

表 １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平均值 标准差

产出指标 家庭农业总产值 粮食、水果和蔬菜的总价值 ／ 元，取对数 ８．６１９ １．３１０

投入指标 农地经营规模 扣除弃耕后的土地经营面积 ／ 亩，取对数 １．５７０ １．０５１

农业经济投入 经营粮食、果园和菜园的总投入 ／ 元，取对数 ７．７６２ １．３４３

农业生产时间 农业生产的总时间 ／ 天，取对数 ７．６３０ ０．６６２

被解释变量 农业生产综合效率 基于 ＢＢＣ 模型计量农业生产综合效率 ０．２２１ ０．２３０

农业生产纯技术效率 基于 ＢＢＣ 模型计量农业生产纯技术效率 ０．４５６ ０．２４３

农业生产规模效率 基于 ＢＢＣ 模型计量农业生产规模效率 ０．４７３ ０．３０２

解释变量 地权稳定性 已确权且颁发承包经营权证书：是 ＝ １，否 ＝ ０ ０．５４０ ０．４９８

控制变量 家中是否有大型农具 有 ＝ １，无 ＝ ０ ０．０２４ ０．１５４

家庭成员平均年龄 家庭成员平均年龄 ／ 岁 ４４．５７３ １３．８３７

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 高中以上学历占比 ／ ％ １６．３２１ ２１．３００

家庭女性比 女性成员占比 ／ ％ ４７．８１６ １７．７７４

村庄非农经济 有 ＝ １，无 ＝ ０ ０．２０４ ０．４０３

村庄统一灌溉排水 是 ＝ １，否 ＝ ０ ０．４０２ ０．４９０

统一购买生产资料 是 ＝ １，否 ＝ ０ ０．０９８ ０．２９８

统一提供生产技术培训 是 ＝ １，否 ＝ ０ ０．６７４ ０．４６９

区域虚拟变量 省份虚拟变量 — —

中介变量 农业投资 农业生产总成本 ／ 元，取对数 ７．９３６ １．４４７

农地流转 农地转入规模 ／ 亩，取对数 １．７６５ １．５６８

劳动力投入 家庭农业生产人数比 ／ ％ ３６．４５ ５．７１

信贷可得性 从正规机构获得生产性贷款：是 ＝ １，否 ＝ ０ ０．０２５ ０．１５５

（三）计量模型选择

首先，设置地权稳定性对农户农业生产效率独立影响的模型：
Ｙ ｉ ＝ β０＋β１Ｘ ｉ＋β２Ｄ ｉ＋ε ｉ （１）

式（１）识别了三组方程，其中Ｙ ｉ表示农户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 Ｘ ｉ表示地权稳

定性。 Ｄ ｉ表示由控制变量组成的矩阵，包括家庭特征变量、村庄变量和地区层面变量。 β０为常

数项，β１和β２为待估系数，ε ｉ表示误差项，并假设满足标准正态分布。
其次，为分析地权稳定性对要素配置的影响，设置如下模型：

Ｒ ｉ ＝ ξ０＋ξ１Ｘ ｉ＋ξ２Ｄ ｉ＋ε ｉ （２）
式（２）识别了四组方程，其中Ｒ ｉ表示农业投资、农地流转、劳动力投入和信贷可得性。 ξ０为

常数项，ξ１和ξ２为待估系数。 其他变量和系数的定义与式（１）一致。
最后，进一步检验要素配置是否为地权稳定性效率决定的中间路径，本文识别如下方程：

Ｙ ｉ ＝ δ０＋δ１Ｘ ｉ＋δ２Ｒ ｉ＋δ３Ｄ ｉ＋ε ｉ （３）
式（３）中的变量定义与式（１） 、式（２）一致。 δ０为常数项，δ１、δ２、δ３为待估系数。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中农地产权变量的引入会导致内生性问题。 已有研究虽已证明农地确

权很大程度上可视为政策外生变量 ［１５］ ，但由于生产效率差异可能导致实际农地确权进程在不

同效率水平农户间存在差异，从而导致反向因果问题。 同时，模型中还可能存在其他观测不到

的但能影响到农户生产效率的遗漏变量。 根据已有研究，村庄层面的农地产权指标可以被用来

充当农户个体产权特征的工具变量 ［３０］ ，因此本文使用村庄其他农户的农地确权率作为本户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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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确权的工具变量。 原因在于村庄内其他农户的农地确权率会对本户农地确权选择产生影响，
但却不会直接作用于本农户的生产效率，满足工具变量选择标准。 此外，农户要素配置与农业

生产效率间也存在内生性问题。 同样利用村庄层面其他农户各生产要素投入均值作为工具变量。

四、模型结果与分析

（一）地权稳定性对农户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

表 ２ 汇报了式（１）的模型估计结果。 首先，杜宾－吴－豪斯曼（ ＤＷＨ）检验的结果显示，表 ２
的估计确实面临内生性问题。 其次，弱工具变量检验（Ｗｅａｋ ＩＶ ｔｅｓｔ）和识别不足检验（ Ｕｎｄｅｒ－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表明，本研究所采用的工具变量不存在弱工具变量和识别不足的问题。 表 ２
估计结果显示，稳定地权分别在 ５％和 １％的水平上显著改善了农户农业生产综合效率和规模效

率。 已有研究表明，地权稳定是提高农业绩效和活跃农村要素市场的重要前提。 稳定的产权环

境将诱导产权主体更为自由地处置产权以实现收益最大化，减少效率损失 ［３１］ 。 同时，稳定的农

地产权将降低农地流转交易成本，农地有效集中将可能实现规模经济，改善农业绩效水平。 但

值得注意的是，地权稳定性提升非但并未带来农户农业生产纯技术效率的提高，反而在 １％的显

著性水平上抑制了纯技术效率。 这说明在当前的技术水平下，地权稳定性提升将诱发农户投入

资源的使用效率耗散。 根据诱致性技术进步理论，有效的制度供给需要在一定技术水平下对要

素配置进行优化，达到帕累托改进 ［３２］ 。 事实上，在生产初期要素禀赋约束下，农户的生产决策

已经形成了固有的路径依赖。 稳定地权带来的生产要素投入改变在突破经营主体资源配置的

能力边界时，将实际形成效率耗散。
表 ２　 地权稳定性与农业生产效率

变量 综合效率 纯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地权稳定性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０） －０．１３１∗∗∗（ ０．０１１） ０．１４２∗∗∗（ ０．０１４）

家中是否有大型农具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８） －０．０６９∗∗∗（ ０．０１９） ０．０５９∗∗（ ０．０２３）

家庭成员平均年龄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家庭女性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村庄非农经济 ０．１１８∗∗∗（ ０．００７） ０．０９８∗∗∗（０．００８） ０．０８１∗∗∗（ ０．０１０）

村庄统一灌溉排水服务 －０．０２７∗∗∗（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７） －０．０３４∗∗∗（ ０．００８）

统一购买生产资料服务 －０．０９１∗∗∗（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１） －０．１２６∗∗∗（ ０．０１３）

统一提供生产技术培训服务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８）

区域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０．３９４∗∗∗（ ０．０１８） ０．６１２∗∗∗（０．０２０） ０．５９９∗∗∗（ ０．０２４）

Ｎ ６１７４ ６１７４ ６１７４

Ｒ２ ０．０８７ ０．０２５ ０．０７７

Ｕｎｄｅｒ－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１９０８．８９８∗∗∗ １９０８．８９８∗∗∗ １９０８．８９８∗∗∗

Ｗｅａｋ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２７５７．４３０ ２７５７．４３０ ２７５７．４３０

ＤＷＨ ｔｅｓｔ １５．８１∗∗ ９４．８０１∗∗∗ ６３．４５３∗∗∗

　 　 注：∗∗∗、∗∗、∗分别代表在 １％、５％、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其余控制变量的影响方面。 家中是否有大型农具显著抑制了农户纯技术生产效率，显著促

进了农户规模效率。 可能的原因是大型农具对规模农户来说才具有资源配置的可匹配性，纯技

术效率抑制效应意味着农户并未具备技术要素的应用能力。 村庄有非农经济将对农户三大效

率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有非农产业的村庄可能更加富裕并具有更多非农就业机会。 农业劳动

力减少和村庄富裕程度提升会促进农地流转，改善农业规模经济性与现代生产要素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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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权稳定性影响农户农业生产效率的作用机制

为识别中介作用机制，首先估计核心解释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影响（表 ３） 。
表 ３　 地权稳定性对要素配置的影响

变量 农业投资 农地流转 劳动力投入 信贷可得性

地权稳定性 ０．８５３∗∗∗（ ０．０７９） ０．９７２∗∗∗（ ０．１６５） ０．３０１∗∗∗（０．０２９）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７）

其他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７．５８９∗∗∗（ ０．１５５） １．３５８∗∗∗（ ０．３５４） ２．９５３∗∗∗（０．０５７） ０．０４８∗∗∗（ ０．０１１）

Ｎ ６１７４ ６１７４ ６１７４ ６１７４

Ｒ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４３ ０．１５７ ０．０３１

Ｕｎｄｅｒ－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１３７０．５４０∗∗∗ ２７５．７３１∗∗∗ １３９３．９８８∗∗∗ １９２０．８３５∗∗∗

Ｗｅａｋ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２０９９．１８５ ４３５．９０９ ２１２８．７４８ ２７８２．９１２

ＤＷＨ ｔｅｓｔ ７９．６３６∗∗∗ ３２．９５２∗∗∗ ６６．４８０∗∗∗ １２．８２８∗∗∗

　 　 注：∗∗∗、∗∗、∗分别代表在 １％、５％、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限于篇幅，此处未给出控制变量

的估计结果。 读者如感兴趣，可与作者联系索取，下同。

表 ３、表 ４ 对模型（２）和模型（３）的估计结果表明，稳定地权对农户农业生产效率不仅有直

接的影响，而且间接影响农业生产效率。 地权稳定性对农业投资、农地流转、劳动力投入和家庭

信贷可得性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表 ３） 。 表 ４ 显示农业投资、劳动力投入和信贷可得性对农业生

产综合效率的影响显著为正，但农地流转对于综合效率的影响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加入中介

变量后，地权稳定性对综合效率的影响并不稳健。 加入农业投资后，稳定地权对综合效率的影

响由正显著变为负显著。 在中介模型中，当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有着相反的符号时，表现为抑

制效应。 加入劳动力投入中介变量后，地权稳定对综合效率具有正向影响。 索贝尔检验结果表

明，劳动力投入具有完全中介效应，即强化地权稳定性通过增加农业劳动力投入以提高综合

效率。
表 ４　 地权稳定性、要素配置与综合效率

变量 综合效率

地权稳定性 －０．０３１∗∗（ ０．０１３） ０．０５３（ ０．０３７）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２）

农业投资 ０．０７５∗∗∗（ ０．００５）

农地流转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６）

劳动力投入 ０．０６２∗∗∗（０．０２０）

信贷可得性 ０．３４４∗（ ０．１８８）

其他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０．２６０∗∗（ ０．０４４） ０．２１３∗∗∗（ ０．０７２） ０．１２７∗∗（０．０６４） ０．２５４∗∗∗（ ０．０１８）

Ｓｏｂｅｌ ｔｅｓｔ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Ｕｎｄｅｒ－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８８２．７０８∗∗∗ ４７．４４７∗∗∗ ３７２．３１６∗∗∗ ５９．９５４∗∗∗

Ｗｅａｋ ｉｄｅ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５６７．４６３ ２４．９３７ ２０４．４７４ ３０．２０７

　 　 注：∗∗∗、∗∗、∗分别代表在 １％、５％、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使用相同的方式检验地权稳定性影响农户农业生产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的作用机制①。
索贝尔检验结果表明，农业投资在地权稳定性纯技术效率决定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农地流转

发挥完全中介效应，地权稳定性提升诱发投资激励和农地流转增加以抑制农户农业生产纯技术

效率。 换言之，农户并不具备与资金规模、农地规模扩大相匹配的经营管理能力。 对规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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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没有以表格形式汇报地权稳定性对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作用机制的详细参数估计结果，如有

兴趣可向作者索要。



的机制检验表明，农业投资具有完全中介效应，农地流转和劳动力投入均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即
地权稳定性通过农业投资、农地流转和劳动力投入以影响规模效率实现。

五、稳健性检验与进一步讨论

（一）稳健性检验 １：更换核心解释变量的再估计

基准回归中使用农地确权表征地权稳定性，但地权实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方法规或社会

安排 ［３３］ 。 村庄自发或约定俗成的农地调整，反映了农村社会资源配置和社会网络关系运行的

自我实施特征，是地权不稳定的重要表征 ［３４］ 。 因此，使用是否经历过农地调整替换因变量（有

＝ １；无 ＝ ０） 。 表 ５ 中，农地调整显著抑制规模效率，显著促进纯技术效率，但对综合效率并无明

确影响。
表 ５　 稳健性检验 １：农地调整与农户农业生产效率

变量 综合效率 纯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农地调整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２）

其他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０．３９７∗∗∗（ ０．０１７） ０．５７１∗∗∗（０．０１８） ０．６４２∗∗∗（ ０．０２２）

Ｎ ６１７４ ６１７４ ６１７４

Ｒ２ ０．０８４ ０．０５０ ０．０８９

Ｕｎｄｅｒ－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６１６１．０２８∗∗∗ ６１６１．０２８∗∗∗ ６１６１．０２８∗∗∗

Ｗｅａｋ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６２０００ ６２０００ ６２０００

ＤＷＨ ｔｅｓｔ ４．８６１∗∗ １０．２２２∗∗∗ １５．２９５∗∗

　 　 注：∗∗∗、∗∗、∗分别代表在 １％、５％、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二）稳健性检验 ２：利用倾向匹配得分法的再估计

为解决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问题，使用 ＰＳＭ 方法，基于表 １ 控制变量匹配控制组和实验组，
将确权农户设定为实验组，未确权农户设定为控制组。 分别采用最近邻匹配、核匹配和半径匹

配估计地权稳定性的平均处理效应（ ＡＴＴ） 。 表 ６ 估计结果显示，农地确权显著抑制纯技术效

率，显著促进规模效率实现，但农地确权并未显示出对综合效率的一致性影响。
表 ６　 稳健性检验 ２：利用 ＰＳＭ 的再估计

变量 匹配方式 ＡＴＴ ｔ

最近邻匹配 ０．００６ ０．９３

综合效率 核匹配 ０．００９ １．５４

半径匹配 ０．０１０∗ １．６００

最近邻匹配 －０．０４９∗∗∗ －７．５５０

纯技术效率 核匹配 －０．０４０∗∗∗ －６．１３０

半径匹配 －０．０４０∗∗∗ －６．１４０

最近邻匹配 ０．０５８∗∗∗ ７．２２０

规模效率 核匹配 ０．０４６∗∗∗ ５．７７０

半径匹配 ０．０４８∗∗∗ ５．９５０

　 　 　 　 　 注：∗∗∗、∗∗、∗分别代表在 １％、５％、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三）进一步分析 １：不同农机服务情境对地权稳定性效率决定的影响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地权稳定性的效率决定可能因机械化条件不同而存在异质性。 因此本

文根据村庄是否统一提供机耕服务进行分组估计。 表 ７ 估计结果显示①，享受村庄统一机耕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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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部分依然使用了工具变量法，且均通过了杜宾－吴－豪斯曼检验、弱工具变量检验和识别不足检验。 限于篇幅，本
文不再一一报告详细参数结果，如有兴趣可向作者索要，下同。



务的农户家庭，地权稳定性显著抑制综合效率实现，而村庄不统一提供机耕服务的农户家庭，地
权稳定性的提升将显著促进综合效率的提高。 可能的原因是，村庄统一提供机耕服务具有统一

的时间约束，压缩农户生产自由度，在生产进程并不一致的农户间形成效率损失。 反之，农户内

部的农机自我服务或积极卷入农机社会化服务，将提高农业生产灵活度。 表 ７ 对纯技术效率的

估计也验证了此解释。 统一提供机耕服务村庄的农户，地权稳定性对纯技术效率的抑制作用更

大，说明统一行动抑制了“农户智慧” 。 接下来进一步验证农户内部的主动性农机服务对于农

业生产效率的影响。
表 ７　 农业机械化条件分组估计

变量
村庄统一提供机耕服务 村庄不统一提供机耕服务

综合效率 纯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综合效率 纯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地权稳定性 －０．０５４∗∗∗

（ ０．０２０）

－０．２９７∗∗∗

（ ０．０２４）

０．１５９∗∗∗

（ ０．０２６）

０．０４６∗∗∗

（ ０．０１３）

－０．１１０∗∗∗

（ ０．０１３）

０．１５１∗∗∗

（ ０．０１７）

其他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０．０８４∗∗

（ ０．０４１）

０．３４１∗∗∗

（ ０．０５１）

０．３２７∗∗∗

（ ０．０５５）

０．４２５∗∗∗

（ ０．０２０）

０．６５５∗∗∗

（ ０．０２１）

０．６２１∗∗∗

（ ０．０２７）

Ｎ １７８６ １７８６ １７８６ ４３８８ ４３８８ ４３８８

　 　 注：∗∗∗、∗∗、∗分别代表在 １％、５％、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本文将农户主动性农机服务细分为农机自我服务、农机外包服务①进行分组估计。 表 ８ 的

估计结果显示，农户内部的主动性农机服务中，地权稳定性对综合效率均有正向影响，对纯技术

效率与规模效率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 但是选择农机自我服务的农户，地权稳定性将显著促进

综合效率，选择农机外包服务的农户，地权稳定性对于综合效率的影响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由此可以判断，地权稳定性提升带来规模效率提升的同时，农户选择自购农机的自我服务比卷

入农机外包服务更有效率。
表 ８　 农机服务来源分组估计

变量
农机自我服务 农机外包服务

综合效率 纯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综合效率 纯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地权稳定性 ０．０３１∗∗

（ ０．０１３）

－０．１３７∗∗∗

（ ０．０１４）

０．１３１∗∗∗

（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８

（ ０．０１１）

－０．１３７∗∗∗

（ ０．０１２）

０．１３６∗∗∗

（ ０．０１５）

其他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０．４２４∗∗∗

（ ０．０２１）

０．６４８∗∗∗

（ ０．０２２）

０．６１４∗∗∗

（ ０．０２７）

０．４０９∗∗∗

（ ０．０１９）

０．６２４∗∗∗

（ ０．０２１）

０．６０８∗∗∗

（ ０．０２５）

Ｎ ２５２６ ２５２６ ２５２６ １８６２ １８６２ １８６２

　 　 注：∗∗∗、∗∗、∗分别代表在 １％、５％、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四）进一步分析 ２：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对地权稳定性效率决定的影响

上文估计结果显示，地权稳定性显著抑制农户纯技术效率，其解释为外部要素投入改变与

农户内部经营管理能力的不匹配。 那么，诱发农业经营对象改变的劳动力的非农转移是否会在

地权稳定性效率决定中发挥作用。 本文首先根据村庄是否有劳动力外出务工进行分组估计。
表 ９ 的估计结果显示，有外出务工的村庄，地权稳定性均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促进农户农业生产

的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 而无外出务工的村庄，地权稳定性对综合效率的影响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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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ＣＬＤＳ 数据中，农户家庭机械化耕种工具所有权被区分为全部自家购买、和别人共同购买、全部租用、借用他人或集

体、部分自家拥有部分租用或借用、部分自家拥有部分和别人共同拥有。 本研究将全部自家购买、和别人共同购买、部分自家

拥有部分租用或借用、部分自家拥有部分和别人共同拥有归类为农机自我服务，其余设置为农机外包服务。



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显著抑制纯技术效率。 同时，未外出务工组的地权稳定性对于规模效率

的影响明显小于有外出务工组。 可能的原因是外出务工引致更多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
更多选择以机械替代劳动力进行农业生产。 技术要素的扩散应用将导致纯技术效率的提升和

规模化的进一步实现，而这种农机服务更多是主动性的。 根据表 ９ 的估计结果显示，将诱导地

权稳定性的综合效率实现。 而劳动力非农转移将更可能出现城市知识的溢出效应，改善农业纯

技术效率。 下面将进一步验证此解释。
表 ９　 外出务工分组估计

变量
村庄有劳动力外出务工 村庄无劳动力外出务工

综合效率 纯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综合效率 纯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地权稳定性 ０．３９４∗∗∗

（ ０．０６７）

０．２１５∗∗∗

（ ０．０５８）

０．３４１∗∗∗

（ ０．０７７）

０．００７

（ ０．０１１）

－０．１３９∗∗∗

（ ０．０１２）

０．１２０∗∗∗

（ ０．０１４）

其他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０．２１２∗

（ ０．１１２）

－０．００８

（ ０．０９８）
０．３９１∗∗∗

（ ０．１２９）

０．４１２∗∗∗

（ ０．０１９）

０．６２６∗∗∗

（ ０．０２１）

０．６１８∗∗∗

（ ０．０２４）

Ｎ ８８８ ８８８ ８８８ ５２８６ ５２８６ ５２８６

　 　 注：∗∗∗、∗∗、∗分别代表在 １％、５％、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本文借鉴 Ｄｅｉｎｉｎｇｅｒ 等 ［３５］ 的研究思路，依据家庭是否拥有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将农户区

分为全职农户、兼职农户两种类型，并进一步根据家庭中农业收入与非农收入的多寡将兼业农

户分为兼职程度较低的农户和兼职程度较高的农户。 表 １０ 的估计结果显示，全职农户家庭与

兼职程度较低的家庭，强化地权稳定性将显著抑制农户纯技术效率。 而兼职程度高的家庭，地
权稳定性增强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促进农户纯技术效率的提高。 从而验证上文猜想，全职农户

与兼业程度低的农户农地经营管理水平无法与地权稳定性带来的要素投入结构改变相匹配。
而兼业化程度高的农户具有更高的农地经营水平和技术要素应用能力。

表 １０　 农户家庭类型异质性分析

变量

纯技术效率

全职农户
兼职农户

（农业收入＞非农收入）

兼职农户

（农业收入＜非农收入）

地权稳定性 －０．０９７∗∗∗（ ０．０２０） －０．０９２∗∗∗（ ０．０２０） ０．１１８∗∗∗（ ０．０２８）

其他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０．５１４∗∗∗（ ０．０３６） ０．５７２∗∗∗（０．０４４） ０．７２０∗∗∗（ ０．０４５）

Ｎ ２００７ １４９９ １３８０

　 　 注：∗∗∗、∗∗、∗分别代表在 １％、５％、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六、结论、讨论与政策启示

已有研究中关于地权稳定性对农业生产要素影响的研究较为丰富，但较少拓展至农业生产

效率，并缺乏对农户自身技术效率的关注，忽视了效率结构的层次性及反映的农业经营管理问

题。 为此，本文细分效率维度并进行机制检验。 主要结论与启示如下：
（一）主要结论

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１）地权稳定性增强从总体上显著提高了农户农业生产的规模效

率，显著抑制农户农业生产纯技术效率，但对综合效率并无明确的影响。 （ ２）地权稳定性对农

户农业生产效率具有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稳定地权通过增加农户农业劳动力投入以提高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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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产综合效率；通过农业投资、农地流转和劳动力投入以提高农业生产规模效率；地权稳定的

投资激励与土地流转激励效应诱发农业生产纯技术效率损失。 （ ３）村庄统一提供的外部农机

服务会造成农业生产效率耗散，规模实现情境下农户内部的农机自我服务效率强于外包服务。
（４）劳动力非农转移引致的农户家庭兼业化程度加深会带来农户农业生产纯技术效率的提高。

（二）进一步讨论：地权稳定性诱发纯技术效率耗散的原因

地权稳定性增强对农户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是多重的。 本文估计结果显示，地权稳定性会

显著促进农户转入农地，实现规模效益，但是稳定地权却并未带来综合效率的提高。 需要正视

的问题是，规模效益提升理应带来的综合效率改善因何未能实现？ 本文基本的估计结果证明，
地权稳定性诱发农户纯技术效率耗散是综合效率损失的主要原因。 显然，以上问题可以转变

为：地权稳定性加强对纯技术效率具有显著负效应的原因何在。
首先，农业生产外部条件与内部条件不相匹配。 机械化条件改善、良好的生产技术培训服

务在有着一定地块规模的农户中发挥着规模经济效益，但农户家庭内部并没有与外部条件相匹

配的农地经营、技术要素使用和资金管理水平。 这也许是纯技术效率耗散的原因之一。
其次，地权稳定性与综合效率、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之间有效发挥传导作用的中介变量

具有差异。 实证结果表明，地权稳定性提升通过投资激励和农地流转的增加以抑制纯技术效

率，地权稳定性加强使得农户在独有使用权、交易权和收益权的情况下加强农地长期投资、增加

农地转入实现适度规模化经营，这与中国稳定地权的制度安排目标相契合，但并未考虑农户长

期以来资金、土地规模化经营经历的缺失所导致的农户规模经营管理经验匮乏、农地投资管理

能力不足的现状。 这也引发我们思考，盲目扩大农地经营规模和资金投入是否会“拔苗助长” 。
最后，不同的农户家庭具备不同的农业生产与非农就业的比较优势，家庭内部不同劳动力

之间同样存在留村务农与外出务工的比较优势。 地权稳定性增强加速分离不同比较优势的劳

动力分工，加剧农户在不同比较优势之间的选择，具有外出务工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将进行非农

转移，这部分劳动力由学历水平较高、年龄结构较小的劳动力组成。 地权稳定性增强促使其转

出土地、外出务工甚至是逐步退出农业生产。 这部分劳动力的非农转移也带走了学习能力最强

的农村精英，使得先进的经营管理知识更加难以应用到农业经营中，导致农业生产的纯技术效

率耗散。
（三）政策启示

通过以上研究，可以得到四点政策启示：首先，稳定地权的制度安排在实现农地经营规模优

化的同时并未带来农地向“能人”的有效集中，造成部分技术效率耗散，因此必须加强两个方面

的引导。 一方面，政府农管部门应重视对农户进行规模经营管理、资金管理等方面的专业培训，
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另一方面，完善农地流转市场，实现农地向“能人”的有效集中，使农地要素

和经营主体相匹配。 其次，地权稳定性提升总体上对于农户农业生产效率提高是有利的。 新一

轮农地确权被视为维护地权稳定最为重要的制度安排，但实际中存在的农地确权颁证不到位、
确权后农地使用期限以及未来农地政策不明朗削弱了农地交易双方的稳定预期。 因此，政府应

积极推进农地确权政策的实际落地，避免“确空权”问题，明确农民地权排他性与政策实施稳定

性。 再次，外部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有利于地权稳定性政策效应的发挥，考虑到农户主动性农

机服务将有助于发挥“农民智慧” ，政府应大力推进农户农机自我服务机制建设，积极引导小农

户卷入农机社会化分工经济；同时加大对规模经营主体自购农机的财政补贴。 最后，政府应从

制度设计和政策引导上吸引农村精英返乡创业，将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知识带回农村，实现城市

知识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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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ＮＧ Ｐｅｎｇｐｅ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ｍｏｓｔｌｙ ｒｅｌｙ ｏｎ ｔｈｅ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ｆ ｌａｎｄ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ｉｇｎ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ｏｆ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Ｌａｂｏｒ Ｆｏｒｃ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ｕｒｖｅｙ （ＣＬＤＳ） ｉｎ ２０１６，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ｌｙ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ｌａｎｄ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１） ｔｈ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ａｎｄ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ｔｈ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ｈｉｂｉｔｓ ｔｈｅ ｐｕｒ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ｂｕｔ ｈａｓ ｎｏ ｃｌｅａｒ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 ２） ｔｈ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ａｎｄ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ｈａｓ ｄｉｒｅｃｔ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Ｔｏ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ｌａｎｄ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ｃａｎ ｂ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ｂ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ｉｎｐｕｔ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ｔｈｅ ｓｃａｌ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ｃａｎ
ｂ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ｂｙ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 ｉｎｐｕｔ； ｔｈｅ ｐｕｒ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ｌ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ｔａｂｌｅ
ｌａｎｄ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３）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ｗｉｌｌ 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ｌｏｓｓ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ｓｃａｌ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ｉｌｌ
ｂｅ ｃａｕｓ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ｓｅｌｆ－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ｓ ｂｅｔ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ｏｕｔｓｏｕｒｃ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 （４） ｔｈｅ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ｐａｒｔ－ ｔｉｍｅ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ｎｏ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ｗｉｌ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ｐｕｒ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ｓｔａｂｌｅ ｌａｎｄ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ｆｕｌｌ－ｔｉｍｅ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ｄｏ ｎｏｔ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ｓｔａｂｌｅ ｌａｎｄ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ｗｉｌｌ ｈａｖｅ ａ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 ｃａｐａｂｌｅ ｐｅｒｓｏｎ”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ｆａｒｍｅｒ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 ｍａｙ ｂｅ ｔｈｅ ｇｏｏｄ ｗａｙ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ｐｕｒ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Ｌａｎｄ Ｒｉｇｈｔｓ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Ｐｕｒ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Ｓｃａｌ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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